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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逼视”结构演化的发散性探讨

江作苏　 王　 婷

摘　 要:媒体能量生成“逼视”情态,已是传媒场域的一个显性表征,研究旨在探讨其形

成机理。 媒体将私人情境“前台化”,置客体于话语困境,对报道对象形成初始逼视。 伴随

着“剧班瓦解”与“舆论反转”,逼视对象可能发生延伸,既可能由当事人延伸至其家人、朋
友,也可能由当事人转向事件的另一方责任人。 此外,在媒体进行逼视的过程中,还存在反

逼视力量与之相抗,部分媒体及意见领袖理性引导舆论,发挥着抵制逼视的作用。 在逼视

形成到演化的整个过程中,传媒话语失衡、文化偏移、传播异动形成舆论场多维对抗的复杂

局面,有其结构化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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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态中的互相博弈现象呈现加剧之势,有某种媒介行为就有某种逆行为,事实倒成为舒德

森说的“暴露于风中的芦苇” [1] 。 其中,媒体频繁将话语能量延伸至公民私人领域,生成某种逼视情

态的现象令人关注。 媒体运用话语流将报道对象的私人情境“公共化”,另一方面,通过报道、评论,
客观上使当事人陷入话语困境,这些是否形成了媒体对私人领域的过度进占,公共空间的正义如何

厘定?

一、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在互联网不长的历史中,“媒体逼视”属晚近出现的传播概念,但媒体过度进占私人领域的现象

却早已存在。 欧文·戈夫曼将社会比拟为一个由多重剧幕组成的舞台,人们通常将符合社会期待的

行为展示在“前台”,而将不便于呈现的玩笑、疑问、策略等隐匿于“后台”。 正因为有“后台”的存在,
具备一定程度的理想概念的“前台”角色才得以维持。[2]但是戈夫曼提出的社会情境主要是从行为发

生的“物质场所”和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关系中考察。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原有物质情境的内涵与外

延皆发生改变,传播场域进入以信息为介质的“新情境”。 梅罗维茨在“媒介情境论”中指出,电子媒

介创造的“新情境”削弱了原有“物质场所”间的联系,“允许人们在信息上‘避开’由地点所确定的群

体,并允许外人不用进入其中就能‘侵入’许多群体的领地”。[3] 信息的渗透力与延展力随技术进步

而强化,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模糊,为媒体逼视提供了场景出入变换的便利。
除去“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融合”的客观因素,从主观层面而言,技术赋权形成的便利使媒体高

频、高强度启用媒介权利,导致媒体对私人领域有意无意形成了过度进占,产生汤普森提出的“私人

事件媒介化”现象[4] 。 即原本发生在私人领域的隐秘事件,经大众传播而具备了公开性,成为公共事

件。 李希光则指出当代新闻存在“幻象化”的现象[5] ,新闻媒体的关注点远离了公共事务和现实政

治,而侧重于娱乐、商业信息。 媒体作为公众赋权的代言人,其权利不是仅仅涉及到个体的行为,而
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之善基础上的,被社会所承认的要求” [6] ,需承担起建立“共同之善”的责任。

2006 年“媒体逼视” [7]概念出现后,讨论的关键在何为“过度公开”,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媒体对报道对象私人情境的曝光;第二,媒体通过报道、评论使当事人陷入道德困境与话语困境,形
同某种舆论施压。 随后,关于“媒体逼视”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增加态势,研究内容集中于对媒体逼

视形成原因、产生影响、规制策略的探讨。 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多将媒体逼视作为一种静态的伦理现

象进行探析,而较少将其作为一种活态的舆论机理进行考察。 实际上,除却初始的逼视之外,伴随舆

论热点的更替,受众心态的实时转变,还可能出现“逼视对象发生延伸” “反逼视方与逼视方进行对

抗”等现象。 媒体逼视作为一种活态的舆论现象,具有独特的形成、演变机理。

二、初始形成:媒介话语观照的矢状能量

媒体将报道对象的私人情境“公共化”,以“场”的诱力推动舆论走向,最终使报道对象被“砧上

消费”的过程,即为媒体逼视的一般形成模式。
是否存在普适的媒介伦理,无论学界还是业界都并无定论。 但是在我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广义背景下,媒介视域下无论是注视、关注,还是集中到某种程度的“逼视”,都应贯穿的核心理念

是:真实、人类尊严和非暴力,这三个原则是超越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共适要素[8] 。 第一,真实。 真实

是普适的伦理准则,它并不同于客观性,客观性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 这里的真实并不只是要求细

节真实、信息准确,而是对“真相的披露”,是对真实更广义、更国际化的理解。 第二,人类尊严。 孔子

在《论语》中崇拜的美德就是“仁”。 康德以格言“人不是他人的工具,而是自身的目的” [9] 肯定了人

类尊严。 第三,非暴力。 人对于和平的向往和对暴力的反抗是跨越地域和国家,无国界的。 从以上

若干讨论出发再看“逼视”现象,则有以下结果。
(一)“引爆点”将事件推向公众视野

媒体逼视发挥效应的根本路径是将报道对象的私人情境暴露在“探照灯”下,形成一个社会领域

的围观结构,从而对报道对象的行动产生决策压力。 因此,媒体逼视涉及的议题往往具备“引爆”效
应,能在短时间内博得受众眼球,构建围观基础。 格拉德威尔曾提出引爆的“个别人物、附着力、环
境”三法则[10] 。 个别人物即联系员、内行和推销员,这些人擅长社交、精力旺盛、博学以及在同类中

拥有足够的影响力。 媒体逼视的首选对象多为官员、明星、富人、警察、医生等具显性社会角色的人

物;附着力则指信息本身具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特质,媒体逼视的“议题内容”常包含暴力、情感、冲
突等具感官刺激性的元素,涉及医疗、消费、反腐倡廉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话题;而环境威力法则强

调流行的发生与时间、地点、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技术赋权及社会转型期的部分不安定因素成为逼视

发生的助推力量。 这些特征,在初兴的媒体逼视行为形成阶段,量能配合尚在社会可耐受范围之内,
因而反弹性的能量经常处于酝酿———消散的自在之物范畴中。

(二)私人情境遭遇“前台化”危机

当媒体将事件推向公众视野,报道对象的私人情境便会遭遇“前台化”的危机。 如弗洛伊德所

言,人的好奇心与窥视欲是生理本能的一种,每个人都有探知他人生存经验的某种渴望。 尤其在当

下的“后真相”时代,舆论场域对话题的消费需求显示刚性,真相的硬与软、前台与后台,皆可形塑为

话题,因此传播主体寻料的动力强劲。 随着媒体的追踪报道、网友的搜索助力,当事人后台信息被一

一推向前台。 纵观 2015-2018 年发生的热点舆情事件,无论是励志事迹、灾难报道还是犯罪案件,多
数都会伴随对当事人隐私的挖掘,并且由于逼视主体与围观群众具有集体无意识与非个体化的特

征,这种常规情境下有违道德的行为似乎变得“公开化”与“合理化”。 但正如阿伦特所言,“过一种

完全公开的、在他人注视下的生活是浅薄的” [11] ,每个人的自我呈现都有前台与后台之分,如果强行

将“后台”信息推向前台,无疑造成对私人领域的过度进占,给当事人带来心理与决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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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2018 年部分案例中涉及的隐私内容

时间 事件名称 被曝光的隐私内容

2015． 05 男司机暴打女司机 女司机的身份证、生活照、不实违章信息、开房记录

2016． 09 乔任梁自杀 遗体照、家庭背景、女友信息

2017． 04 白百合“出轨” 婚姻情况、感情生活

2017． 12 江歌案审判 刘鑫及家人的身份信息、电话号码

2018． 01 汤兰兰案 户籍信息、曾用名、被性侵经历

2018． 01 成都何某摔狗 何某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联系方式

(三)“场”的诱力推动舆论走向

私人情境的曝光使当事人失去了“后台”,而媒体运用“场”的诱力则可能使当事人在“前台”也

陷入话语困境。 “场”作为物理学概念,指特定物质相互作用的空间;应用于传播领域,可理解为意见

产生的共振圈。 媒体报道因其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天然具备塑造“场”的优势。 在报道过程中,媒
体的议题选择、报道频率、舆论导向均会影响人们对于事件的感知。 首先,媒体对同类信息的反复报

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使报道对象持续处于探照灯下;其次,在事实要素的呈现中,媒体有意无

意使用的部分具有导向性的文字、视频和图片,在一定程度上为受众接收和处理信息预设立场。
2015 年的“黑龙江庆安袭警”事件,媒体在前期报道的标题里多次使用“农民———警察” “上访———拦

截”“冲突———击毙”等对比性词汇,容易使受众陷入“强权———弱民”的话语解读框架,将舆论矛头

指向民警一方;2018 年的“汤兰兰事件”,有新闻称汤兰兰“将全家人送进监狱” “随后失联”,并全篇

采用其母亲的单方说法,易将舆论焦点聚集到这个被法院认定遭受了十余人性侵的女孩身上。 当事

人不仅私人情境被曝光,在舆论场中亦处于被动地位。
(四)置当事人于话语困境

以往的逼视者主要由媒体充当,延伸至少数因人际交流与当事人具有关系的群体。 而在新媒体

时代,一旦逼视由媒体发起,动辄则是数以万计的网民拥趸围观,形成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逼视力量

的强效互动。 逼视者自动站入“我们”的阵营,并将被逼视者树立为“他者”,通过评论、转发、发帖表

达自身的观点。 如边沁所言,中心瞭望塔的观看对犯人形成一种“可见的而又无法确知的权利” [12] ,
媒体与网民的围观同样对逼视对象产生精神上的压迫效应。 逼视对象不仅以往的信息、经历被暴露

在大众视野之下,日后关于该事件的回应、一举一动也都处于逼视群体的期待效应之中。 多对一的压力

式结构使被逼视者的言论逐渐削减,陷入某种话语困境。 至此,“媒体———当事人”的初始逼视形成。

三、对象延伸:生态化的逼视演化

逼视是一种活态的舆论现象,因此对遂行形态的描述只是呈“过去时”,而“进行时”的形态变

化,应该纳入研究视野。
(一)逼视对象的延伸

“意见作为认识、评价社会现象最有力的方式,涉及某个国家、社会组织、群体观念时,必然引起

这一社会组织或群体的相似或相反的舆论” [13] ,从而形成相呼应或对立的态势。 在媒体逼视的发展

过程中,后继信息不断加入,如果与原有信息呈现出相呼应的态势,已有的逼视效应可能进一步加

强;而如果与原有信息呈现出分化或对立的态势,案例观测表明,逼视对象则可能发生延伸与转变。
其延伸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发散式延伸。 由对元焦点的逼视发散到与之具有血缘、地缘、业缘之

亲的首属群体及次属群体,如元焦点的家人、朋友、同事等。 第二,并列式延伸。 由于元焦点的身份

特质、职业角色或议题内容具备某些标签化的特征,如富人、医生、公职人员等,对元焦点的逼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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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与之具有相同群体属性的成员。 第三,反向式延伸。 随着事件的发展,舆论态度反复更迭,当元焦

点占据舆论高地时,逼视矛头转向元焦点的对立方,如医患双方、买卖双方等。

表 2　 2015-2017 部分案例逼视对象转变示意

时间 事件名称 逼视对象的延伸 延伸方式

2015． 5 黑龙江庆安袭警 民警→副县长→徐纯合 并列式、反向式

2016． 2 哈尔滨天价鱼 鱼店老板→顾客陈某 反向式

2016． 9 乔任梁自杀 乔任梁→家人朋友→合作明星 发散式、并列式

2016． 11 潍坊“纱布门” 医生→患者→患者亲属 反向式、发散式

2017． 4 白百合“出轨” 白百合→陈羽凡→其他出轨明星 发散式、并列式

2017． 12 江歌案审判 刘鑫→刘鑫父母 发散式

发散式逼视是媒体在逼视元焦点时产生的衍生反应。 在家庭本位的观念下,任何个体的存在都

是以一定家族的存在为背景的,其行为被赋予家族的含义,媒体在进占私人领域的过程中往往首先

便会对其家人、朋友造成侵扰。 并列式延伸发生的直接动因则是社会信任缺失的背景下,个体表演

的“前台”失误造成整体“剧班印象”的崩塌,从而牵连到其他“剧班成员”。 在社会情境中,医生、官
员、富人、警察、城管等社会角色构成不同的剧班,维持着各自的情境定义。 当剧班中的某一成员遭

到媒体逼视,公开地表现出“不一致”,则可能使整个剧班所倡导的“现实”陷入困境,进而引起媒体

和公众对其他成员的追责与逼视。 尤其现今社会中本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仇视、丑化公权力与富人阶

层的心理,当逼视对象为这些对象时,对个体的逼视极易上升为对整个群体的追责。
反向式延伸则通常伴随“舆论反转”而发生,近年来随着舆论反转剧的频繁出现,逼视焦点的反

向式延伸也由令人惊异变为常见。 在反向式延伸中,新逼视对象与原对象呈利益对立关系,因此逼

视对象的转变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媒体对原对象的逼视效应。 但在发散式延伸与并列式延伸中,新
对象是以原对象为中心展开的,原对象不仅受到媒体的逼视,还需顾及亲属、朋友、领导、同行的安

危、态度与看法,“镜中我”的瓦解将使原对象承受更大的压力。
(二)反逼视的出现

媒体逼视的过程中,一般有三方参与者:逼视方、被逼视方、围观方。 媒体发起逼视,当事人采取

措施抵制逼视,随着事态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围观者参与其中。 围观者作为网民群众、意见领袖、其
他媒体的集合体,成员庞杂、流动性强,具有极大的不可控性。 他们既可能加入“逼视方”,形成助推

力量;也可能加入“反逼视方”,形成复杂的信息湍流。

图 1　 逼视与反逼视示意图

反逼视的出现具备一定的触点和条件。 首先是技术赋权带来话语权的重新分配,使公众具备为

·04· 　 2018 年第 3 期



自己“发声”的窗口与平台,社会心态的宏观转变使人们具备一种反抗、斗争、自主意识。 针对媒体过

度报道私人情境、对自身的利益构成隐性威胁的行为,受众内心潜伏着不同程度的抵抗情绪。 当当

事人以“事实”与“情感”为基点,激发情感共鸣,意见领袖“站队”支持、理性引导时,便会集聚部分

“反逼视”力量。 “艺人乔任梁自杀”事件中,当亲属提出“逝者安息,不要过多追问”的诉求时,不少

网友为当事人发声,转而指责媒体过度干涉私生活的行为。 正如亚历克斯·麦克布赖德在论述“律
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这一命题时所说,不是先验的良心发现,而是在过程中发现了良心,使辩护人

的立场由工作选择变成了道德志愿。[14]

以“情感”为基点能凝聚部分反逼视力量,但相对于逼视力量而言,仍处于弱势或相抗衡的状态。
真正让逼视反转的触点是媒体塑造的“场”的瓦解。 事件之初,媒体以预设立场引导舆论走向。 伴随

事件的发展,信息披露越来越多,事实要素倒逼媒体的预设立场,出现“逼视”与“反逼视”力量对抗

的“时间零”点。 一旦事实真相与媒体的预设立场相悖离,逼视方便会从根本上失去支撑。 2016 年

的“潍坊纱布门”事件、2017 年的“白百合‘出轨’事件”、2015 年的“凤城医院自拍事件”皆是因为后

期呈现的事实要素与前期媒体的话语导向相悖离,使首发媒体由“主动引导”的地位走向“被动失

语”的状态。 围观者在事实真相与群体机制的作用下,加入“反逼视方”,转而对媒体进行追责与

讨伐。

四、从形成到演化的原因溯源

(一)传媒自由与责任的伦理困境

对于缺少职业自尊和自信的新闻从业者而言,所谓的媒介伦理,其实是不情不愿的“ 媒介守

则”,中国正在经历“表达自由”与“舆论自律”的艰难博弈。
信息传播的基本要素包括传播者、受众、内容、媒介以及传播效果,传播者作为信息传播链的第

一个环节,直接影响信息的流向。 媒体逼视发生的首要原因便是传媒自由与责任的失衡。 技术与公

众赋权给予了媒体最大限度的话语权利,但若媒体不能做到权利与责任的协调统一,媒介话语权所

主张的客观、真实、公平、正义都将“异化”为其对立物。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资源配置、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自然灾害等都易引发不安定因素,

在此背景下,媒体更应承担起环境监测与社会协调的责任。 在媒体逼视中,媒体过度关注私人领域,
必然引起其对公共问题报道量的减少,导致新闻报道难以全方位地、客观地呈现出“环境”面貌,而是

走向“娱乐化” “幻象化”。 同时,媒体逼视时常涉及社会矛盾对立的群体,如医生———患者、富
人———穷人、官员———群众等。 当此之时,如同伊藤穰一等在《爆裂》中所言,现代世界生存原则为首

的两条即为“涌现优于权威,拉力优于推力” [15] ,如果媒体作为权威和推力元素介入,将其中一方树

立为“被看”的对象,使其陷入话语困境,容易呈现出“对立锐化”的效果,不利于社会信任的建立。
媒体话语权既源自公众,也应服务于公众。 明确国家的新闻业需求,在传媒自由与责任之间找到平

衡,是媒体应该深思并警醒的问题。
(二)文化生产、传播活动、受众行为的交互影响

在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加入的传播环境中,新媒介和公众参与创造的“无影灯”效应带来了媒介

生态的很大改观,其中起到支撑作用的是媒介伦理。
学界一直在探讨媒介伦理,实际上冀求系统地解决大众传媒应当如何履行其职责,以及媒介从

业人员在其媒介行为中对 “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认识与抉择等问题,包含新闻职业道德共识

和价值观的规范和原则,但是逼视行为并不是简单的善恶选择。 传播作为一种符号生产过程,文化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背景,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耦合性”。 在大众文化泛娱乐化的背景下,媒介更

多地呈现出迅速、多样、通俗、流行的媒介景观,与此紧密相连的是社会大众接收信息的扁平化、娱乐

化与碎片化。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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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16]伴随着文化工业的影响,私人领域的信息成为媒体满足多元化受众需求的重要来源。
文化生产影响着媒介的报道取向,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又纵容着受众的娱乐狂欢。 如巴赫金所

言,人们生活在两种世界,第一世界是常态的、严肃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世界,第二世界则是狂欢广场

式的生活。 “狂欢式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

活’” [17] 。 人们生活在严格秩序化的现实生活中,便倾向于服从制度约束与道德礼仪。 而在网络世

界,由于媒体自身呈现出娱乐化的媒介景观,进占私人情境似乎变得公开化与合理化,受众便会将内

心隐藏的欲望与情绪尽情释放。 在媒体逼视的过程中,受众时常以“狂欢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

盾心态参与其中,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他们明确侵占私人情境不合理;但本着狂欢的心态,他们仍愿

意参与其中,挖掘隐私,宣泄情绪。 当事情造成了一定的后果,受众又容易采取“现实世界”的评判标

准,将责任归咎于媒体,转而以同样的方式对媒体发起逼视。 无论在逼视推进还是反转的过程中,网
民的关注、搜索、评论都成为庞大的助推力量。

(三)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对媒体话语权的多维互制

社会对媒体行业的要求是苛刻的,满是模糊不清社会的处境和相互冲突的忠诚。[18] 尤其自媒体

传播被称为是一种满足“四零条件”的“零进入壁垒”的表达方式,极大限度地为受众提供了话语权

实现的场所与空间。 在众多新闻事件中,舆论导向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一家独秀”,而是以传统媒体

的舆论导向为主,形成多元、复杂、动态、开放的舆论空间。 如同美国社会理论学家曼纽尔·卡斯特

所言,“虽然大众传播仍然强势,但自媒体式的大众自我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已经登上历史

舞台,并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19]

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在一定程度上对媒体的“议程设置”与舆论导向发挥着制衡作用,这也是媒体

逼视发生变焦和反转的重要因素。 当一个事件发生后,媒体按照自身对信息的理解,第一时间设置

议题,企图引导舆论走向。 但议程设置效应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民众传播主体

可能以此为诉求点呈现出更多的舆论热点,产生新闻搭车现象。 舆论热点处于多发、流动、转换、替
代的状态,使得媒体逼视难以“聚焦”,且易发生“变焦”。 另外,媒体通过预设立场引导舆论走向,但
微博等自媒体以信息的透明化和意见表达的均衡性与多元化,建构起对真相追逐的公共空间[20] 。
无数“知情人士”在网络空间充当起事实真相的寻访者与调查者,一旦发现媒体的导向有误,不仅会

降低对媒体的公信力评价,还会利用手中的话语武器对媒体进行追责。

五、结语

随着公众话语权的提升、社会心态的宏观变化、各舆论场对真相的竞相追逐,媒体逼视不会再维

持初始的“媒体———当事人”的逼视模式。 伴随着“剧班瓦解”与“舆论反转”,逼视对象可能发生延

伸;在预设立场崩塌的“时间零”点,也可能出现受众反过来追责媒体的现象。 整体来说,就媒体方面

而言,“媒体逼视”呈现出越来越大的不可控性,出于风险几率考虑,媒体不应“饮鸩止渴”,不可以作

为立身之本的公信力换取短期的关注与声势;出于责任与道德层面,在一个愈加文明的社会里,尊重

私人空间,恪守人文情怀成为必然趋势,如何在权利与责任之间找到动态平衡,重拾环境守望、社会

协调功能还需媒体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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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Media’ s Intent-Watch

Jiang Zuosu,Wang Ting(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Media energy often causes Media’ s intent-watch,which has become an obvious manifestation
in communication field. It’ s a rational demand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from such events. By
showing private situation in front of the scene and throwing the object into the dilemma of discourse, the
media sets up an initial model of Media’ s intent-watch.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drama class and the re-
versal of public opinions,the objects may spread and change. There are situations that the object extends from
the party to his family and friends,as well as from one party to the other. In addition,there are some opposing
forc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media’ s intent-watch. Other media and opinion leaders may ac-
tively guide the public opinion and play a role in resisting media’ s intent-watch.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forming and evolving,the imbalance of media discourse, the devi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unusual action of
communication form a complex situ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confrontation of public opinions fields,which has
structured a changing process.

Key Words:media’ s intent-watch;private field;communic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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